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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农民协会与乡村社会整合
———以湖北省为例

黄荣华

(武汉理工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 430063 )

【摘 要】建政初期，在筹粮支前与社会重建的双重压力下，中共湖北地方政权亟需建立一套能快速汲取

资源、有效动员并整合乡村的组织体系。由于中共在新区乡村的党组织、党员和干部数量有限且短时期

内难以大规模扩展，新政权缺乏威信，既有的保甲组织又与其乡村社会整合的目标存在着内在冲突，因此

农协被赋予了重组基层、整合乡村的重要历史使命。与整合乡村的需要相适应，农协在其组织建构上形

成了一系列典型特征:在组织体系上，建立了与行政体系一致的纵向体系;在成员构成上，以区域性的贫

雇农为主体;在组织职能上，承担了以政治性任务为主的全能式职能。中共通过组建、发展与整顿农协，

完成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更替，奠定了乡村社会整合的组织基础;凝聚了民众，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换

与精英替代;建立了新旧交替之时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农民的渠道。然而，农协存在的时间并不长，在

土改建政完成后就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农协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特定历史时期也

难以成长为现代意义上的民间社团，但农协的撤销使农民失去了利益表达的组织渠道。

【关键词】新中国初期 农民协会 乡村社会整合 湖北省

新中国初期的土地改革对于颠覆和解构乡村旧

秩序，整合和建构乡村新秩序，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
作为“农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①农民
协会是土地改革时期中共乡村组织体系中的核心组

织，对于乡村社会秩序的解构和重构产生了重要影

响，其规模之大、参与者之众、体系之完备、职能之广，

均可谓前所未及。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始于 1921

年 9 月 27 日沈定一在浙江萧山创建的衙前农民协
会，该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建立了政党—农协的基
本动员模式。②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共没有掌

控全国政权，需要借助农协发动和组织农民，那么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农协则是在中共建立起全国性政权

的历史背景下兴起并蓬勃发展的。中共为何不通过
在乡村建政、发展党组织，然后依靠正式的党政系统
来推行土地改革并摧毁基层的权力结构，而要依靠农

协这一“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③来担此重任?
换言之，在新中国初期中共整合乡村的革命运动中，

农协之组建究竟有何必要? 如何可能? 又有何效果?

近年来，包括中共指导的农民协会在内的 20 世
纪农会组织，已经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④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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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农协的研究，从切入视角和内容来

看，研究土地改革的论著较为集中地讨论了农协的发

展、组建、整顿及其特征，①少数论著探讨了农协兴衰
的原因及其与基层政权建设、乡村政治格局变动等之
间的关系。② 既有研究均未将农民协会置于中共乡村
组织体系建构的现实需要和可能的背景下，立足于农

协自身的组织特征，探讨农协与乡村社会整合及重构

之间的关联。鉴于此，本文以中南新解放区的湖北省
为例，依据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湖北地方志、
《湖北日报》等文献，尝试对以上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新政权的基本任务与乡村
组织体系重构的难局

新中国成立前后湖北农民协会的兴起，与中共新政

权的基本任务和中共乡村组织体系的现状密不可分。
(一) 新政权的双重任务

1949 年 5 月 20 日，湖北省人民政府成立，省内各
地亦相继解放、建政。建政前后，中共湖北地方政府
面临着筹粮支前与建设新湖北的双重艰巨任务: “湖
北省全党当前的基本任务有两个，头一个任务是支援

前线、支援友区、争取全国胜利;第二个任务是动员全
党、动员群众、共同建设人民的新湖北，把湖北建设成
为人民的天下。”③

在支前方面，湖北地处战略枢纽，担负着为第二

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南下西进作战提供大量人力、物
力的重任。新解放各县虽然普遍存在时间紧迫、支前
任务繁重的情形，但各县在短时间内筹措到巨额支前

物资，如从 1949 年 3 月麻城全境解放到 1949 年底，

麻城县共征集支前大米 2800 万斤、马料 217． 5 万斤，

柴草 425 万斤，还有土布、布鞋、黄豆和猪肉等物资。④

江荆潜县仅 1949 年 5 月就动员民工 1 万余人，组织

担架 850 副，动用木船 1000 余只，架设浮桥 9 处，赶

做军鞋 1． 5 万双，另有食盐 5 万公斤和肉、鱼、粉条、

马料等数万公斤，支援过境的解放军。⑤对于普遍缺衣

少食的乡村民众，这样的支前物资无疑是巨额支出。

其他新解放各县亦无不倾力支前。

从建设新湖北方面来看，湖北新政权面临着破旧

立新的繁重任务，如清除匪患、解决通货膨胀、稳定市

场物价、减租减息、土改建政等，既要摧毁旧秩序，又

要建设新社会。然而，中共及其新政权还没有建立起

对乡村的完全有效控制，仅就社会秩序而言，湖北境

内就存在着诸多动荡不安的因素，例如直至新中国成

立，鄂西的恩施、建始、巴东、咸丰、来凤、鹤峰等县仍

未解放，湖北大部分地区解放后，遗留的武装股匪共

约 2． 8 万余人。⑥ 1950 年春荒时，黄冈地区先后发生

大小暴乱 41 次，参加者共达 8800 余人，打死中共干

部、战士、民兵和农民共 46 人，⑦“其他各地也发现抢

仓库暴动事件”。⑧ 土匪特务的武装反抗破坏、各种

原因引起的民众暴乱和大规模的宗族对抗屡见不鲜，

谣言四起，社会上弥散着不安定的气氛。

(二) 乡村组织建设的难局

筹粮支前和破旧立新、建设新湖北，任重而道远，

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快速汲取资源、动员乡村的组织

体系，但是中共在乡村的党组织和政权组织却面临着

短时间内不易破解的难局。

第一，中共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数量有限，短时期

内难以大规模扩展。建政之初，湖北各县中共党组织

的发展主要集中在县区级，党员、干部数量极少，而且

以随军南下的党员和干部为主。从全省来看，194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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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湖北仅有党员 13700 人左右，党的基层组织尚
不公开。① 各县的党组织和党员规模则更为有限，如
1949 年潜江县委主要在县、区机关发展党组织，建立
党支部，全县设有 9 个区委，是该年年底，全县有党员
156 人，绝大多数党员是随军南下留在潜江工作的干
部。② 1949 年 10 月，京山全县有 11 个区委、28 个党
支部，党员 266 人，大多是随军南下留县工作的。③ 至
1949 年 12 月，麻城县仅有党员 96 人。④ 1950 年，当
阳县有中共党员 161 人。⑤ 为了推进乡村的变革，中
共迫切需要扩张党政组织，但却受限于当时的主客观

条件，难以获得大批熟悉地方情况的党员干部。首
先，农民文化水平低，难以大量提拔和发展。其次，
“财政困难，是目前要努力克服的一个主要困难”，⑥

新政权的财政状况不足以支撑党政工作人员队伍的

大规模扩张。此外，为了避免投机、保持党组织的纯
洁性和党员干部队伍的质量，中共中央要求，“在新解
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

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⑦ 因此，

湖北省在新中国成立头两年采取了“慎重而又积极的
建党方针”，⑧这使得湖北乡村的中共党员和干部队
伍均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大量发展。

第二，基层政权建设缓慢，威信不高。1949 年湖
北各县的政权组织一般止于县区级，区以下的基层政

权建设总体较迟。而且，新政权缺乏威信，“不少同
志”重视党、轻视政府，“甚至对政府的决议采取不够
尊重以至轻视的态度”，“有些在政府工作的同志，往
往不善于使用政权”，因此“难以不断提高政府的威
信”。⑨ 中共干部对新政府的态度和认知尚且如此，

更遑论普通农民。

第三，既有的保甲组织与中共的乡村社会整合目

标存在着内在冲突，无法长期依靠。建政初期，湖北

新政权对乡村旧有的 20111 个保甲组织( 不含郧阳地

区) 采取了暂时利用的政策，瑏瑠“保留保甲制的目的，

一是为了恢复与稳定秩序;二是为了完成支前、秋征、

剿匪、反霸及各项恢复工作”。瑏瑡 但是从长远来看，中

共乡村社会改造的目标决定了其不可能长期依赖保

甲组织。土地改革作为乡村改造的中心任务，分配土

地之前“第一阶段是清匪反霸、减租减息，主要是摧毁

反动政权”，进而“彻底推翻乡村的旧秩序”，“重组基

层”。瑏瑢 由于保甲组织与旧政权和旧秩序关系密切，

与“重组基层”的目标有着内在冲突，因此利用保甲注

定只是暂时的、过渡性的。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农协被赋予重要的历史使

命。一方面，建政前后的湖北地区，筹粮支前、减租反

霸、土改建政等乡村改造和乡村建设的各项重任迫在

眉睫，中共迫切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体系来推进

各项任务;另一方面，中共的乡村党政组织体系极不

完善，党员和干部队伍短时期内难以大规模发展，新

政权缺乏威信，中共在新区乡村的党政组织体系面临

横向扩张不够和纵向影响有限的困境; 与此同时，既

有的保甲组织与中共的乡村社会整合目标存在着内

在冲突。这些因素使得中共必须在乡村社会寻求合

作资源，通过动员和依靠农民的大多数，组建农协，并

通过农协来推行土改，进而完成重组基层、整合乡村

的历史使命，“各地在土地改革以前，不可能建立起强

有力的政府来，一般还是比较软弱的，不能履行土改

任务，所以中央人民政府土地改革法第二十九条规

定，特授权于农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农民协会委员

会，为办理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瑏瑣

811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政党社团》，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55 页。
潜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潜江县志》，第 107、112 页。
湖北省京山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京山县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 444 页。
湖北省麻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麻城县志》，第 242 页。
湖北省当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当阳县志》，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1992 年，第 515 页。
《湖北省 1950 年工作任务决议》，《湖北日报》1950 年 6 月 26 日，第 5 版。
毛泽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 1950年 6月 6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第 256页。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政党社团》，第 106 页。
李先念:《加强政权建设》( 1950 年 1 月 22 日) ，《李先念文选》( 1935 ～ 1988)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07 ～ 108 页。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民政》，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66 页。
陈益元:《建国初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 1949 ～ 1957》，第 75 页。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8、20 页。
省农协杜广文:《乡人民政府和农民协会的性质与任务———答王明朗同志》，《湖北日报》1951 年 2 月 9 日，第 3 版。



二、湖北农民协会的组织建构

农协要完成农村社会整合的历史使命，必然需要

进行自身的组织建设。为适应整合乡村的需要，农协
在其发展过程中，在组织架构、成员构成及组织职能
等方面形成了一系列典型特征。
(一) 组织体系:与行政体系一致的纵向体系

与解放战争时期的贫农团是只设乡村级的基层

组织截然不同，新中国初期的湖北农协在全省范围内

形成了省—专区—县—区—乡( 村) 、自上而下的垂直
组织系统，与行政体系的层级同构，同时省、专署、县、

区级农协的负责人与相应层级的党政领导人普遍交

叉任职、合二为一。这种体系架构，极大地增强了农
协的权威与组织执行力。

1950 年 3 月，湖北省召开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

湖北省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该次会议还制定了《湖北
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 草案) 》以指导全省的农协组建
工作。省农协主席由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的刘
建勋担任。专署是省政府的派出机构，专署农会的设
置分不同类型，如郧阳专署设湖北省农会郧阳地区办

事处，孝感专署设专署农民协会，而襄阳专署则未设

专区级农会，有关业务由地委农工部受理。

各县农民协会或县农协筹委会的组建，一般在县

级民主政权建立之后。1950 年 9 月，湖北全省有 9 个
专区 71 县 565 区，其中有统计数据的 59 个县全部有
县农民协会或农协筹备会，县农协覆盖率达到 100%。

据有资料记载的 54 个县的情况显示: 县农协负责人
( 主席或筹备主任) 中有 44 个由县书记、副书记或县
组织部长兼任。在 60 个县的 481 个区中有 467 个区
设区农协筹备会或选举成立了区农协，区农协的覆盖

面达 97%，区农协负责人几乎全部由区书记兼任。①

乡( 村) 农协是农协的基层组织，其组建与数量随

保甲制的废除和乡级建制而不断变化。1950 年下半
年，湖北全省废除保甲，代之以行政村和村农协 ( 即

“以农代政”) 。行政村的划分一般以一保划一村，部

分地区以一个半保或两个保为一个行政村，行政村建

农民协会。在 1950 年 1—4 月的减租减息中，湖北省

组建了 15175 个村农民协会。② 1950 年下半年，全省

共建立行政村 18037 个。③ 乡的划分，又以行政村为

基础，改村为乡，个别的有所调整合并。1950 年 9 月，

在全省 8 个专区( 缺恩施专区) 的 53 个县 9222 个乡

之中有 8697 个乡成立了乡农协，乡农协的组织面达
94%，其中正式选举成立者约 83%，设农协筹备会

者 17%。④

(二) 成员构成:以区域性的贫雇农为主体

农协的组织成员构成，具有鲜明的区域性和阶级

性特征。

农协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组建，其基层组织为乡

( 村) 农协，“乡以下的自然村，一般划若干小组即可，

较大的自然村，视必要可成立分会”，⑤乡( 村) 以下的

农协成员构成农协的主体，因而其成员结构具有鲜明

的区域性特征。

在农协成员的阶级构成上，中共领导的农民协会

一直强调以贫苦农民为主体。按照《湖北农民协会组

织章程( 草案) 》的规定，一切地主和旧式富农不得参

加农协。⑥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农协组建初期，“农

会不纯”的现象“不是个别现象，而是较普遍的问

题”，⑦如 1950 年 6、7 月间，均县全县约 80%的农协

有其名，无其实，或明或暗地被地富及伪乡保人员和

地主走狗直接或间接利用;全县 10%左右的农协由地

主、恶霸、伪乡保人员直接掌权，但即使这么典型的
“不纯”，根据均县一区、四区、六区、八区共四个区的

统计，会员总数 42372 人，其中雇农 2271 人，贫农
22842 人，⑧贫雇农会员共占 59． 3%，在土改尚未全面

展开之时，贫雇农会员就已经是农协的绝对主体。

1950 年秋冬以后，随着湖北省土改的全面展开，地主

和富农等在政治上被打倒、经济上被剥夺，组建初期

农协中的阶级“不纯分子”已根本没有大量存在的可

能。通过各地有意识地进行整顿与清理，农协成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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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纯粹。如黄冈、麻城、浠水、蕲春四县在整顿由农协
骨干成员组成的民兵组织时，清洗了占原有民兵 24．
7%的不纯分子。到 1951 年 5 月，全省民兵中雇贫农
所占比例已经高达 84%。① 并且，一大批在运动中涌
现的具有“成分纯洁、斗争坚决、工作积极、作风正派
四个条件，而又真有群众信仰”的贫雇中农可靠的优
秀分子，逐渐成为农协的核心骨干，②从而保证了贫雇

农对基层农协的领导权。
( 三) 组织职能: 以政治性任务为主的全能式

职能

1950 年 3 月，《湖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草案) 》

对农协宗旨和职能的界定极为广泛，从贯彻执行人民

政府的各项农村政策，改善和提升农民的生产生活水

平，保护农民权益，到联合其他各革命阶级，彻底完成

民主革命任务和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③几乎达到了全能的程度。

在实践中，农协职能有一个由弱变强、由单一到
全面的动态变化过程。1949 年下半年，在大部分新解
放的地区，农代会和农民协会的作用还只限于宣传政

策，了解情况，联系群众，监督保甲。④ 1950 年春夏，随
着减租复查、反霸、生产和废除保甲制等运动的开展，

农协得到了更普遍的发展，但农协的组织运作和职能

发挥状况并不尽人意，“许多地区的农协是处于组织
涣散、作风不正、成分不纯的状态中”。⑤ 1950 年秋冬
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由点到面逐步推行，农协的职能

得到强化与扩大。

从总体上看，农协的职能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等政治运动，

改造区乡政权。至 1950 年 4 月底，湖北在全省 71 个
县 23834000 人口的地区进行了减租减息，退回租谷

粮 11325 吨。⑥ 农协积极发动、组织农民全面实行土

地改革，领导农民斗地主，负责土地等财产的没收和

分配。如枝江县在 1950 年 11 月至 1952 年 5 月整个

土改期间，农协领导会员开展了 216 次大规模的诉苦

大会，控诉了 511 个地富、恶霸、土匪逼死人命、霸占

田产、强拉壮丁等 452 项罪行。⑦ 在减租运动和土地

改革中，区乡农代会代行了区乡人民代表会议的职

权，选举区乡人民政府委员，区乡政权得到初步改造。

如京山县汤殷乡民主选举乡干时，首先以村为单位，

召开贫雇农小组会，讨论哪些人能当候选人，到农协

会上提出，然后再开乡农代会，审查这些候选人是否

够条件，审查通过后再进行民选。⑧

组织民兵，站岗放哨，捉拿恶霸，管制地主，清匪

肃特，维持乡村社会秩序。到 1953 年底，全省民兵总

数达 192 万余人。⑨ 这些民兵在土地改革运动时期多

由农协中的优秀会员组成，平时务农，在有斗争任务

时则可以全员出动，行动时一般不离开本乡本土，因

而不需要后勤保障，这使得民兵在维持乡村社会秩序

时极为有效。仅 1951 年 1—4 月，民兵就参加清匪活

动( 较大的) 达 642 次之多，毙伤俘匪共计 1402 名，其

中包括主要匪首 308 人;他们还负责保卫仓库、铁路、

公路和桥梁的安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更是带头参军

与积极参加拥军优属工作。瑏瑠

组织垦荒，发动农民制订家庭计划，帮助农民生

产渡荒，改善生活。1950 年，沔阳一区康王村农民组

织了开荒组，农会拨了一部分斗争果实给开荒组买肥

料。瑏瑡 1951 年春，浠水县望城乡在春季生产运动中召

开了两次农代会，专门讨论生产问题，先后讨论通过

了全乡生产计划和换工公约，农协坚决执行农代会决

议，农协小组长分别负责领导、检查十户至八户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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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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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随着农民群众阶级觉悟的提高 本省民兵队伍日益壮大》，《湖北日报》1951 年 5 月 28 日，第 2 版。
《邓子恢副主席关于中南军政委员会半年来工作和今后工作任务报告》，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编:《中南军政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特刊》( 1952
年 4 月 1 日) ，第 17 页。
《湖北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草案) 》( 1950 年 3 月) ，湖北省档案馆藏，档号: SZ31 － 1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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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每个片村，以全乡生产委员会为主，吸收民兵、妇
女等代表或积极分子，成立检查小组，经常检查生产，

了解情况，帮助解决生产中的问题。①

此外，农协还积极以工代赈，组织农民识字，进行

爱国宣传，动员农民开展增产竞赛并捐献，等等。农
协的职能覆盖农民的生产、生活等各方面。不过，作
为建政过渡时期乡村的核心组织，农协的组建及其职

能发挥都与中共在乡村的主要任务如征粮、建政、土
改紧密相关，因而农协的职能主要是政治性的。

三、农民协会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与改造是中国现代化进程

中必然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清末新政、北洋政权、国
民党政府和后来的中共政权之间，有着意识形态的强

烈对立，但是在现代化这个线索上，它们却存在着一

条共同的脉络，这就是对乡村的整合与改造。”②新中
国成立初期，在中共乡村党政组织体系尚未普遍建立

且影响力有限的背景下，农协肩负并履行了重构基

层、整合乡村的历史使命。
(一) 完成了乡村组织更替，奠定了乡村社会整

合的组织基础

以农民协会为核心的新社会组织的广泛建立，完

成了乡村社会的组织更替，为中共新政权整合乡村奠

定了组织基础。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村组织体系主
要由保甲组织、宗族组织和会道门组织等构成。对于
这些组织，中共采取了不同策略。在建政过渡初期，

湖北省对保甲制采取了继续利用的方针，但自 1950

年春起开始废除保甲，代之以行政村和村农协。对于
宗族组织，通过在土改中斗地主、没收宗族的族产族
田，削弱和摧毁了宗族组织的经济基础，传统的宗族

组织难以生存。对于会道门组织，则结合各种运动进
行取缔、打压。1949 年以前，湖北全省有会道门 210

种，会首 2． 6 万余人，会众 45 万余人。③ 1953 年 4 月
7 日，全省统一行动，开始取缔反动会道门。经过减
租减息、清匪反霸、土改建政和取缔反动会道门等一
系列乡村社会改革运动，乡村旧有的组织体系崩溃，

取而代之的是数量庞大、参与者规模空前的农协、妇

联、共青团和民兵组织等新社会组织。

在这些新建构的组织中，农民协会又由于其特殊

地位而成为建政过渡时期中共整合乡村的核心组织:

其一，有专门的法律法规保障其地位。1950 年 7 月政

务院颁布《农民协会组织通则》，正式规范农协的组织

框架及其运作，在此前后，新解放区各省甚至个别县

亦纷纷制定本省( 县) 的农民协会组织章程。新中国

成立初期中央和地方同时罕见地制定有关农协的专

门法律法规，不仅为农协的组建及其运作指引了方

向，也从法律上保障了农协的核心地位。其二，农协

的组织体系，形成了与行政系统层级一致的科层制层

级，而且农协主要负责人与相应层级的党政负责人交

叉任职，这不仅有利于各级农协获得相应层级行政权

力的支持，增强自身的组织执行力，便于各项政策的

贯彻实施，也为后期乡村农协干部平稳过渡为党政干

部奠定了基础。其三，农协组建的推动力主要源于工

作队自上而下的发动和授权，加之又掌握着土地等核

心资源的分配大权，因而很快成为乡村权力系统的核

心组织，完全取代了国民政府时期控制乡村的保甲组

织，进而有效弥补了建政过渡时期中共乡村组织体系

的不足，为中共新政权整合乡村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 凝聚了民众，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权势转换

与精英替代

中共领导的农协，一直强调组织成员的阶级属

性。为保持农协阶级成分的纯洁性，新中国成立初期

的农协形成了特定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即发动与

组织同步，整顿与发展并行，前者有利于扩大与巩固

农协成员的规模，而后者则有利于强化农协成员阶级

成分的纯洁性。

土改中对农民的串联、发动和组织一般是同步甚

至循环进行的。1951 年以后，湖北省的土改由试点走

向全面深入开展，土改中发动贫雇农的技术路线日益

成熟，农协的组建亦形成了比较普遍的模式:“在步骤

上差不多都是干部进村开始表明来意，给群众撑腰，

然后一方面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区别改造使用旧组

织。发动雇贫时，首先扎正根子，找好的贫雇，启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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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传仁、陈寿曾:《望城乡领导生产的经验》，《湖北日报》1951 年 5 月 18 日，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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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然后串联扩大，开代表会，建立领导机构，组织雇

贫小组，开展斗争。在斗争中团结中农，吸收中农参
加农协，划阶级，进行没收征收，分配果实，建立与健

全组织，转上生产。”①通过串联发动—组织—再发动
的不断循环，农协迅速吸纳了广大农民，形成了庞大

的规模，到 1952 年 9 月，全省已经完成土改的 12570

个乡拥有农会会员 10433100 人，占农业总人口
的 43%。②

由于农民协会是土改的执行机关，掌握着土地等

资源的分配权，因此“组织本身就在农村形成了新的
权力中心”，③农协中普遍出现“大吃大喝、贪污果
实”④等不良现象。对此，中共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在
推动农协发展的同时，整顿一直如影随形。农协整顿
包括完善和健全组织机制、改进工作作风、协调组织
内部关系、清理不纯分子等内容。实践中，农协的整
顿从两条路径具体展开:一方面，对农协的组织涣散、

成分不纯、侵犯中农利益、拒绝中农入会等问题进行
专项整顿; ⑤另一方面，结合各项乡村改革运动进行整

顿，在发展中整顿，以整顿促发展，强调“在运动中整
顿与壮大农协”。⑥

通过发动与组织、发展与整顿相结合的路径，农
协不仅凝聚了乡村的广大民众，而且有效保障了农协

的领导权向贫雇农群体和小部分中农集中，“阶级成
分越低微( 贫农、雇农) ，则其新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就
越高”，⑦农协的骨干成员代替乡村旧有的保甲和乡
绅，成为新的乡村政治精英及中共控制与整合乡村的

基层干部，乡村社会由此完成了权势转换和精英

替代。
(三) 建立了新国家与乡村社会之间的有效沟通

渠道

尽管由于地域不同、领导人个性差别与能力强弱
等因素的影响，农协的执行力存在差异，但从其整体

职能来看，在工作队的指导下，农协比较理想地执行

了中共的各项乡村政策。

农协所呈现的全能式职能，与乡级农协和政权的

关系密不可分。按照建政初期湖北省委的设想，乡级

农协与政权的关系可以酌情采用两种形式，“一是在

农协内设行政委员，管理属于政权性质的工作，另一

种形式则是建立乡政权，但乡长必须是农协委员，受

农协领导”。⑧ 在实践中，农民没发动、乡政权没有普

遍建立之时，乡实行“农政合一”的过渡体制，即以乡

农协委员会中的政权委员兼任乡长，受农民代表会的

统一领导。⑨ 这样的设置，使得农协与基层政权在组

织建构和职权上始终交叉重叠在一起，二者无法进行

截然的分割。农协与基层政权的交织，在一定程度上

反而保证了农协成为过渡时期沟通国家意志与农民

意愿的有效渠道。一方面，农协作为“群众团体”，能

够较为真实有效地代表最广大的农民的利益，凝聚民

众;另一方面，其“半政权性”则保证了农协具有充分

的执行力，能够承担全能式的职能，有效地贯彻国家

意志，有效弥补了建政过渡时期中共政权及政党组织

向农村扩张不够和影响不深的局限，成为新旧交替之

时有效沟通国家与乡村、农民的渠道，加强了中共对

乡村的整合与控制。

不过，农协与基层政权的混淆不清，也使得农协

只能是一种过渡组织。在完成其历史使命后，农协退

出了历史舞台。1952 年，湖北省实行农政分开，乡农

民代表大会逐步过渡到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和乡人

民代表大会制，通过选举产生正、副乡( 镇) 长及委员，

成立乡 ( 镇) 人民政府，到 1953 年底止，全省共设乡
11925 个，镇 74 个，⑩农协的干部和职能顺利过渡到

基层政权。

尽管农协对乡村社会整合的作用与影响极其显

著，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农协从成立到蓬勃发展再到

完全退出，存在的时间并不长，而且农协在其发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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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亦出现了很多问题，如农协中“官僚主义、命令主
义、脱离群众”①等问题逐渐出现; 农协政治职能的凸
显，与基层政权在组织建构和实际职权上存在的交

织，使其在土改建政完成以后难以存续。尽管如此，

农协的撤销，使农民失去了作为一个集体进行利益表

达的组织渠道。

Peasant Association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Integration of Ｒural Society: A Case Study of Hubei Province

HUANG Ｒong-hua
(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Wuhan 430063，China)

Abstract: It was of great urgency for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Hubei province to establish an organizational system
which could quickly extract resources，effectively mobilize the peasants and integrate the rural society under the dual
pressure of supporting the front by raising grains and social reconstruction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new regime． The
peasant associations were given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mission of reorganiz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ural society because
of the insufficient expansion，limited members and cadres of the CPC in new liberated areas，and an inherent conflict
between the Baojia system and integration objectives，and the lack of authority of the new regime． Peasant associations
forme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a vertical system consistent with 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regional member
structure focused on poor peasants，and totalitarian functions centered on political tasks．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sant
associations realized the organization alternation，elite replacement and power conversion of rural society，and
established new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channels between the new nation and rural society． However，the peasant
associations didn't last too long and peasants lost their organizational channel of interests expression．
Key words: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peasant associ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society; Hub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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